科研要报2016年第4期
科研要报2016年第4期

科研要报

2016年第4期(总第90期)

                                          2016年4月1日

●崔艳娟  辽宁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财政对策建议
    作为国家主流金融体系的有机构成，普惠金融对减少收入分配差距、实现贫困减缓和社会公平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得到了高度重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这是“普惠金融”第一次写入党的执政纲领。在较早实施小额信贷公司试点的辽宁，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扩大、征信系统不断完善、多层次的普惠金融体系基本建立，但因缺乏相关扶持政策与资金来源受限，仍存在一些问题，因此，适度的财政激励有利于普惠金融的发展。本文根据普惠金融的内涵与特点，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可比性、可获性原则，同时考虑我国金融发展实际情况，从金融服务的深度、广度、效度和稳定性4个维度选取11个指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对辽宁省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同时，识别财政因素影响普惠金融的途径，分析财政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机理，分析财政因素对辽宁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最后，结合国外可借鉴的实践经验，分析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以及相关的对策建议，为推进完善辽宁地区金融体系建设与金融改革提供参考与借鉴。

辽宁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财政对策建议*
大连工业大学  崔艳娟
(    源于联合国2005年小额信贷年的普惠金融
(financial inclusion，也译为金融包容)，是金融机构在自身可持续发展前提下，以可承担的成本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金融服务和产品的可获得性，它是促进一国包容性增长、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金融发展方式。作为国家主流金融体系的有机构成，普惠金融对减少收入分配差距、实现贫困减缓和社会公平有着特殊的意义。然而，因成本与风险等的限制，这一作用难以靠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自身力量运行。在资源配置方面，财政适度干预的互补有着重要意义。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得到高度重视。随着技术的突破，普惠金融模式不断完善，除了早期的贴息贷款和保险服务外，小额信贷、村镇银行、P2P网贷、互联网金融(如余额宝)等发展迅速。
    一、普惠金融评价指标及其指数构建
    (一)评价体系构建
    1.指标的选取
    普惠金融评价既要体现金融服务的可获性、使用的便利性，也应反映金融产品的创新以及产品提供方的可持续性。为能全面衡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本文从金融服务深度、广度、效度和稳定性四个维度进行测度。各维度指标选取时，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可比性、可获性原则，同时考虑我国金融发展实际情况
，采用德尔菲法，共选取11个指标计算，如表1所示。
    维度1：金融服务深度。这一维度用以反应金融服务供给主体的“普惠”特点，即金融服务的使用者数量。小额信贷是普惠金融的重要模式之一，尤其2008年5月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后，小额贷款公司与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充分的将被低收入群体和小微企业包容到正规金融服务中，对普惠金融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鉴于此，这里将小额信贷公司的人均贷款余额作为金融服务深度的测量指标之一，与人均贷款余额和人均储蓄余额共同度量金融服务深度这一维度，这三个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表1 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标
	维度
	指标(权重)
	指标
属性

	深度
	存贷款余额/千人
	正

	
	储蓄余额/千人
	正

	
	小额贷款余额/千人
	正

	广度
	银行员工数/千人
	正

	
	银行网点数/千人
	正

	
	银行员工数/万平方公里
	正

	
	银行网点数/万平方公里
	正


	效度
	存贷款余额/GDP
	正

	
	储蓄余额/GDP
	正

	
	保险费用/GDP
	正

	稳定性
	不良贷款率
	逆


    维度2：金融服务广度。这一维度用来衡量普惠金融的可获性，也就说消费群体是否能够便捷的、低成本的获得所需的服务。在发展中国家，消费群体距离营业网点的距离远与收入水平低、服务收费高为影响金融普惠发展的原因。考虑到我国金融发展仍是以“银行为主”的特点，本文从银行员工和银行机构的人均分布密度和地理分布密度4个正向指标进行测度。金融服务广度越大，金融市场竞争性越强，此时，有利于提高金融服务质量，扩大金融服务的可获性。
    维度3：金融服务效度。这一维度用以衡量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效率。一般来说，单一追求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可能会出现虽拥有银行账户多但很少使用的情况，这将降低金融机构的效率。对于金融服务的使用效率，本文以金融发展指标即存贷余额/GDP和储蓄余额/GDP进行测度。同时，对于部分群体可能并不使用银行金融服务，而是以保险服务进行了替代，因此，在这一维度增加保险费用/GDP这一指标同时进行测度。这三个指标仍为正向指标。
    维度4：金融服务稳定性。这一维度用于衡量金融机构提供者的可持续性特征。金融机构可持续性发展，对地区宏观经济稳定运行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普惠金融的健康发展。考虑到数据获取的问题，这里仅选取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这一负向指标测量。
    2.指标权重计算
    为客观计算各指标权重，这里采用变异系数法进行计算，首先根据式(1)计算各维度指标的变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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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Vi代表各指标的变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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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各指标的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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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指标的均值。根据结果，若第i个指标V值较大时，则这一指标所占权重也较大，此时，各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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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综合评价指数构建
    借鉴Sarma(2008)的跨国研究以及国际普遍认可的人类发展指数的计算方法，对每一个正向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计算方法如式(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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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d为无量纲处理后的指标值，A、m、M分别为各维度指标实际值、最小值和最大值。逆向指标，采用式(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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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式(3)、(4)中d值越大，所表示的普惠金融水平越高。
    鉴于所构建的指标体系是多维的，为更好的体现如数理的标准、单调和一致等特征，采用欧式距离公式计算普惠金融指数，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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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计算值的最高值(理想值)，根据各指标距离最大值的距离计算普惠金融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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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式(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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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当0≤IFI≤0.3，普惠金融水平较低；0.3＜IFI≤0.6，普惠金融处于中等程度；0.6＜IFI≤1，普惠金融处于较高水平。该指数越接近于1，普惠金融水平越高。
    二、辽宁省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评价
    本部分根据所选取的普惠金融测度指标以及所构建的普惠金融指数分别对辽宁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并探讨其存在的问题。
    (一)单指标分析与评价
    1.金融服务深度加大
    以贷款和储蓄额来看，辽宁省金融服务渗透深度逐步加大。截止到2013年末，辽宁商业银行贷款余额增长量为3862.22万元，增长率为132%，整体呈上升趋势。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余额增长量为2085.47万元，增长率为85.5%，整体也呈上升的趋势。储蓄和贷款额度的上升,说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逐渐增加。
    此外，辽宁省小额信贷公司贷款余额从2010年的64.96万元到2013年的306.6万元，贷款余额增加了241.64万元，约增长了372个百分点。小额信贷是普惠金融的基础，小额信贷发展迅速，对普惠金融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金融服务覆盖广度扩大
    以银行员工数/千人、银行网点数/千人、银行员工数/万平方公里和银行网点数/万平方公里度量的金融服务广度呈上升趋势。截至2013年末，辽宁省每千人拥有银行员工约4人，比2009年上涨25%，每千人拥有银行网点0.2个，比2009年上涨约30%。但可能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各个指数都有明显的回落，另外2012年部分指数也有小幅下降。截止2013年末，辽宁省每万平方公里银行员工约有11872人，比2009年上涨约28.5%，每万平方公里银行网点约有606.7个，比2009年上涨约31.2%。从各指标看，金融服务的覆盖面逐渐扩大。
    3.金融服务使用状况
    从金融服务使用状况来看，商业银行贷款余额/GDP这一指数较为平稳，但商业银行储蓄存款余额/GDP在2010年和2011年出现大幅的下降，2012年后逐渐开始稳步上升。保险费用所占区域生产总值的比重总体上呈下降，2012年出现小幅度上升，约下降27.9%,虽然保险费用每年都会增加，但其所占区域生产总值的比重却有所降低，这说明人们对于保险的投资与收入未成正比。
    4.金融服务稳定性增强
    辽宁省的不良贷款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不良贷款率由2008年的3.64%下降到2013年的1.18%，共下降了2.46%。不良贷款率的下降说明金融服务的稳定性增强，有利于推动普惠金融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二)综合指数测算与分析
    根据所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公式5)，本文对我国2008-2013年31个省(市)的普惠金融水平进行测度。各指标原始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和小额贷款公司统计数据报告，经整理计算。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从计算结果看，2008年普惠金融水平较高的地区分别是上海(0.4881)、江苏(0.4062)、北京(0.2977)，较低地区分别是广西(0.0243)、云南(0.0239)、西藏(0.0205)。2013年普惠金融水平较高的地区是上海(0.7275)、北京(0.3355)、天津(0.2988)，较低的地区是青海(0.0321)、甘肃(0.0314)、西藏(0.0113)。综合来看我国普惠金融水平较低，仅上海普惠金融指数超过了0.6，北京和天津的普惠金融指数在0.3左右，其他绝大部分地区的普惠金融指数都在0.1以下，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低。辽宁省普惠金融指数在全国处于中等以上水平，这说明普惠金融在辽宁省的发展状况较为乐观。虽然辽宁省的普惠金融发展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名处在中等偏上，但整体上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
    自2008年以来，我国各省的普惠金融水平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各地增长幅度不同。广西、安徽、重庆、四川的普惠金融水平增长幅度较大，分别提高了93.41%、72%、68%和65.16%，而辽宁普惠金融在近年出现负增长，发展速度远低于其他省市。
表2  2008-2013年中国各省(市)普惠金融指数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北京
	0.2977
	0.5072
	0.3504
	0.3430
	0.3547
	0.3355

	天津
	0.2450
	0.4075
	0.2905
	0.2993
	0.3154
	0.2988

	河北
	0.0646
	0.1006
	0.1109
	0.0901
	0.0909
	0.0873

	山西
	0.0650
	0.0988
	0.1044
	0.0925
	0.0858
	0.0810

	内蒙古
	0.0326
	0.0402
	0.1087
	0.0840
	0.0657
	0.0498

	辽宁
	0.1007
	0.1317
	0.1335
	0.1248
	0.1231
	0.1148

	吉林
	0.0566
	0.0748
	0.0611
	0.0520
	0.0512
	0.0475

	黑龙江
	0.1525
	0.0544
	0.0463
	0.0418
	0.0402
	0.0377

	上海
	0.4881
	0.8363
	0.6139
	0.6205
	0.6651
	0.7275

	江苏
	0.4062
	0.1856
	0.2511
	0.2424
	0.2280
	0.1921

	浙江
	0.1417
	0.2257
	0.2802
	0.2555
	0.2446
	0.2103

	安徽
	0.0483
	0.0797
	0.1070
	0.0959
	0.0929
	0.0831

	福建
	0.0695
	0.1064
	0.0838
	0.0946
	0.0973
	0.0940

	江西
	0.0419
	0.0637
	0.0602
	0.0663
	0.0680
	0.0624

	山东
	0.0819
	0.1365
	0.1439
	0.1434
	0.1413
	0.1255

	河南
	0.0639
	0.0979
	0.0870
	0.0829
	0.0860
	0.0834

	湖北
	0.0474
	0.0757
	0.0663
	0.0670
	0.0699
	0.0688

	湖南
	0.0440
	0.0678
	0.0538
	0.0530
	0.0507
	0.0479

	广东
	0.1135
	0.1754
	0.1719
	0.1617
	0.1665
	0.1487

	广西
	0.0243
	0.0449
	0.0387
	0.0408
	0.0437
	0.0470

	海南
	0.0520
	0.0782
	0.0601
	0.0603
	0.0597
	0.0559

	重庆
	0.0625
	0.0965
	0.1004
	0.1054
	0.1135
	0.1050

	四川
	0.0465
	0.0653
	0.0780
	0.0755
	0.0816
	0.0768

	贵州
	0.0266
	0.0422
	0.0400
	0.0375
	0.0356
	0.0350

	云南
	0.0239
	0.0439
	0.0506
	0.0464
	0.0409
	0.0355

	西藏
	0.0205
	0.0142
	0.0094
	0.0095
	0.0108
	0.0113

	陕西
	0.0532
	0.0767
	0.0705
	0.0716
	0.0661
	0.0588

	甘肃
	0.0318
	0.0423
	0.0352
	0.0323
	0.0323
	0.0314

	青海
	0.0339
	0.0429
	0.0312
	0.0330
	0.0335
	0.0321

	宁夏
	0.0473
	0.0642
	0.0608
	0.0575
	0.0543
	0.0505

	新疆
	0.0257
	0.0386
	0.0362
	0.0351
	0.0359
	0.0340


    (三)辽宁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1.政策支持不足
    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辽宁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如推进小额信贷发展、农村金融发展等，但对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补贴较少。部分政策实施的环节落实不足，尤其是在许多金融服务还不完善的县区，表现较为明显。
    2.金融基础设施的影响
    普惠金融水平提高的方法之一就是提高金融产品的可获性，而这与金融服务提供的基础设施相关，如ATM网点、网络接口、电话终端等。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大幅度降低金融服务提供的成本、降低交易风险，提高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辽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完善，城市和农村之间金融的发展还存在着较大差距，这样会直接影响金融服务的渗透深度和可获得性。
    3.金融机构缺乏动力
    金融机构是普惠金融实施的重要主体之一，也是提高金融服务质量的主要力量。然而，大部分金融机构出于风险规避和利润最大化的考虑，服务对象集中于大企业或城市居民，而很多贫困群体，因缺乏必备的抵押品等，无法获得正规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发展受限。
    此外，作为金融服务的需求者，其受教育程度、对金融知识的掌握程度等也会影响普惠金融发展。需求者较弱的金融认识和风险的防范意识，限制了其对金融服务获取的能力。
    三、公共财政影响普惠金融的作用机理及其问题分析
    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财政和金融是两重不同的手段。财政是政府的专门经济行为，其实施基础不仅仅是经济收益、还包括了社会与政治因素，因此，具有明显的“公共品”特征，往往倾向于满足那些成本过高或风险过大的大众需求，从而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而金融则立足于市场，以价值规律实践资金的融通。这种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与财政不同，其服务的提供往往是有偿的，在地区经济增长中，二者功能互补、良性互动。当前，普惠金融的理念和体系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倡导与实践，普惠金融所涉及的人能够公平使用金融服务的实践，使得普惠金融具有了“公共品”的特征，但是作为金融发展方式之一，它在关注服务对象包容性的同时，还强调了金融服务机构的成本与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市场机制下，普惠金融体系难以自发形成，适度的外力，如政府财政，往往能够助推普惠金融发展。
    (一)政府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
    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现象在许多国家都存在，但在经济转型国家尤为明显。处于转轨期的中国，在多年计划经济的影响下，市场机制尚未健全，政府在资金融通和分配过程中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因此，作为财政实施的主体，政府在普惠金融发展中有着不忽视的地位。
    金融业自身的负债经营使其发展具有内生的脆弱性，因此，往往需要政府对金融业发展提供必要的保护和政策支持，实现其可持续发展。肖翔和刘钊(2014)根据各国经验，将政府之于普惠金融的作用定位为：理念的倡导者、战略的制定者、状况的监测者、实践的合作者和环境的维护者。普惠金融的提供者是金融机构，而金融机构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企业，而普惠金融的本质又是让所有人公平的使用金融服务，其性质类似“准公共品”，因此，理念的倡导、战略的制定均由政府进行实施和制定。然而，即便如此，普惠金融在发展的过程中，仍要面临需求者无法承担过高的成本，而提供者不认可低成本提供服务的两难情境。此时，作为第三方的政府，将起到重要的引导、监督、实践等作用。政府的相关优惠政策能够使得需求者和提供者之间形成一个双方认可的平衡点。同时，政府将制定相关的指标对普惠金融的可获性、满意度等进行监测，推进实践创新，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和法律等，维护金融环境，从而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成本以及有可能形成的市场摩擦。
    (二)公共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推动
    人们对财政“公共”属性的关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称之为公共财政，突出了其服务人民的特性。在现代金融发展中，公共财政成为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方式。在普惠金融发展中，金融服务的成本与风险是金融机构与其客户之间矛盾的突出点，金融服务的需求者，往往因自身因素等原因，希望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取金融服务，而金融机构出于盈利、风险规避等考虑，产生了“惜贷”行为。这一矛盾是限制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公共财政的资源配置、稳定经济、收入分配等职能，使得在普惠金融发展中，公共财政发挥了杠杆和政策导向的职能。
    1.公共财政的直接作用
    公共财政可以直接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并借助金融中介的功能，形成资金传导机制。这一直接作用主要表现在在资金支持和监管两个方面。
    第一，普惠金融的“普惠”特征要求其能够在贫困地区或农村地区设置分支机构，然而因成本限制，金融机构几乎很少如此，甚至出现“去农化”趋势。为降低风险和金融机构的逆向选择，财政支持(如税收减免等)金融服务机构延伸其服务网点，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在金融机构向农户等特定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时，财政的贴息能够降低金融服务的提供成本。此时，能够直接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
    第二，对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业务进行监测、评估、控制，对财政资金的使用过程和效果进行监督，从而规避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普惠金融产品创新，满足农户(尤其是小农户、小畜牧养殖户和小渔民)、低薪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失业人员(特别是国企下岗职工和农村进城求职人员)的金融需求，填补金融服务空白，实现普惠金融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
    2.公共财政的间接作用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是公共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间接途径。
    第一，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作用。财政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减少收入分配差距。税收优惠能够增加总产出和消费，从而有利于低收入家庭。扩张的财政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降低财政错位有利于于促进经济增长，同时降低收入分配不均。与税收相比较，政府支出对降低收入不均的影响较大。
    第二，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是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构成。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降低普惠金融运营成本。金融需求者所处的环境通常与交易成本有关，是其能否获得金融服务的决定因素之一。如交通是否便利，尤其是需求者距离金融机构网点的远近，往往决定了需求者对金融产品的需求(是否使用、产品种类的选择等)。此外，网络设施如互联网、电话等覆盖率的提升，有利于信息共享以及提高人际交往关系与信任程度，从而增加了金融产品需求者的社会资本，并有利于提高需求者对金融产品的使用情况，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
    (三)普惠金融发展的财政因素分析
    公共财政的补贴、税收减免等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如按照国家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4号)》的通知，金融机构的涉农信贷、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均获得了相应的税收减免，大力的推进了地方普惠金融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1.税收优惠缺乏金融产品的普惠性

    以普惠金融体系的农村金融机构为例，现有的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是针对特定的农村金融机构，如农业银行，对于同样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其他金融机构不适用。又如农村信用社实施的贷款利率浮动上限的措施，也未能很好的促使资金回流农村地区。
    2.政策补贴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绩效考核
    政策补贴缺乏有效的监督，未能发挥应有效应。当前的政策补贴通常限于金融机构的“软约束”，使得资金未能高效运行。以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为例，由于信息不对称，很难判断其产生于合理风险规避还是人为因素。另一方面，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财力和人力限制，相关补贴政策和措施实施落实后，往往未能建立监督考核机制，未能对政策补贴效果进行有效评价。
    3.金融机构税收机制的制约
    普惠金融体系中的农村金融机构的税负普惠较高，这与当前国家规定的金融机构税收制度有关：金融企业既要承担增值税，同时也负担企业营业税。这种方式使得金融机构税负较重。此外，当金融机构出现不良贷款时，银行需要对其垫付税款，这也导致了金融机构承担的税收较高。
    四、辽宁普惠金融发展的财政支持路径与对策建议
    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既要扩大金融服务的广度、深度和效度，同时也要考虑金融机构可承担的成本和稳定性，因此，面临普惠金融这一“公共品”属性，公共财政显得尤为重要。
    (一)政府摆正定位搭建服务平台
    1.摆正定位，扩大普惠广度
    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政府的服务职能，以财政税收等优惠措施，对村镇银行等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机构设立给予正向积极引导和鼓励。在货币政策方面，降低其存款准备金，并适当开放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从而降低融资成本和风险。地方政府避免因强占资源等干预选址与设立等，同时在行政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提高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运营效率。
    2.落实政策，提高普惠效度
    建议各级政府落实已经实施的各项补贴、税收优惠政策，有步骤的开放金融市场，积极合理的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服务的提供，鼓励发展民营投资和担保公司等，补充金融服务提供机构，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效度和稳定性，完善辽宁地区普惠金融发展，促进改革成果共享。
    3.扩大宣传，提高普惠深度
    消费者对金融知识的了解程度决定了其对金融产品的接受与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金融知识的普及程度是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建议政府搭建宣传服务平台，扩大金融知识、涉农信贷、金融法律等的宣传途径，尤其提高贫困群体对金融机构借贷信息的了解和掌握，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
    (二)健全公共财政体系支持普惠金融发展
    农村地区是辽宁省金融服务空白较多的地区，因此，推进完善农村公共财政体系建设，是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举措。普惠金融服务对象主要是贫困群体，其需求主要集中于投资(如新工具、设备，化肥等提高生产力的新技术，或投资于教育和健康，从而获取更多生产性资产)、消费(如定期的小额采购或偶尔的大额采用)、生命周期(如出生，婚姻，死亡，教育，退休等)以及突发事件应对(如疾病，死亡，意外事故，火灾，天气等不可预知的事件)等需求。因此，可以通过公共财政支持农村或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和生活环境，通过生活补助和救助、教育支出以及对生产合作组织政策支持等，完善农村或贫困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降低成本，避免普惠金融服务“越位”或“错位”财政支出。
    (三)提高普惠金融支持的税收优惠与补贴力度
    1.扩大税收优惠力度
    对普惠金融提供机构实施优惠的税收政策，有利于其降低成本负担。首先，对相关地区的涉农金融产品金融机构给予税收减免优惠，适当扩大税收优惠范围，通过试点的方式逐步取消优惠期限。第二，对于资金用于农村或贫困地区相关领域的金融机构，给予优惠税率或税收返还激励。对于农村或贫困地区的投资性融资租赁视为固定资产投资，给予抵免税收优惠。第三，对于新成立的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按照级别给予税收优惠，例如当金融机构开设下一级分支机构时，可以实施较低的营业税，并减免城建税等。此外，对于引入社会资本的金融机构，其投资人所获投资收益部分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优惠，鼓励其注入新的资本。通过税收优惠激励金融机构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程度。
    2.扩大财政补贴的范围
    给予金融机构一定的财政补贴是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另一项重要财政措施。首先，对金融机构开设新分支机构给予财政补贴，用于其购置或租赁、装修网点，采购办公设备，或对于金融机构新增ATM设备终端给予一定额度的补贴等，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扩大其金融服务的广度、深度和效度，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第二，针对涉农贷款(包括贫困地区的相关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尤其要确定贴息对象、比例，严格控制操作程序，发挥贴息的财政效应。第三，对于农村或贫困地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给予一定额度的工资补贴，吸引高素质金融人才加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四)推进完善政策性担保和保险体系建设
    1.推进政策性担保建设
    从普惠金融服务的需求者来看，缺乏信贷担保和抵押品是共同问题，但这却导致了金融机构对其风险规避，形成“惜贷”现象。因此，建议将公共财政中的部分支出用于建设专门的信用和融资担保机构，创新金融担保方式，专门为普惠金融服务对象，如设立有地方政府财政支持的信贷担保基金、“农产品行业协会+农户”等方式，提高金融机构为贫困群体服务的积极性，扩大贫困群体对金融服务可获性。
    2.完善保险再保险体系
    推进完善农村(与贫困)地区保险体系建设，建立“政府+银行+农户”风险共担机制，“政策性保险+商业保险”的保险模式以及存款保险制度等，还可以设立农业巨灾风险基金，推进实施农业再保险机制。通过完善担保与保险体系，提高普惠金融的广度、深度、效度和稳定性。
    (五)建立健全资金回流农村机制和金融监管体系
    1.完善资金回流农村机制
    金融机构出于盈利性的考虑，出现了“去农化”趋势，不利于普惠金融发展。因此，建议通过补贴政策和税收优惠等财政杠杆引导资金回流农村，提升普惠金融发展深度。对于政策性金融业务，可以通过招标方式实现金融服务提供主体的多样化发展，从而提高普惠金融服务效度。
    2.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机制
    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机制，能够提高普惠金融稳定性。虽然适度金融监管有利于普惠金融发展，但却难以促进普惠金融方式的创新，因此，应将金融监管重点放在不良贷款的控制上，如将所得税成立专项资金，用于贷款损失拨备，同时可以通过财政注资和资产证券化方式处置不良贷款。此外，以政府为平台，实现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对银行、证券、保险等混业经营、金融创新工作的监管。
    (六)推进“互联网+”普惠金融服务产品的创新
    除传统业务外，推动金融与互联网的融合，借助互联网技术，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将因地理位置限制等而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客户群体包容进来，提高普惠金融发展的广度。例如，农行开发的“惠农通”网络金融服务模式，很好的满足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需求。阿里金融的小微信贷技术等极大的推动了个人信用体系的建设，降低金融服务提供风险，提高普惠金融发展的稳定性。对于类似的产品创新给予财政支持和鼓励。还可以将政府与社会资本结合，以PPP模式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以财政贴息和担保等方式支持普惠金融产品创新和发展，促进财政与普惠金融的良性互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责任编辑：寇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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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2014年度辽宁省财政科研基金项目(14C022)相关成果。


� 国内较早倡导“普惠金融”理念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杜晓山教授。白澄宇(2005)提出用“普惠金融体系”作为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的中文翻译。现代很多文献使用了“金融包容”的直译。本文除直接引用外，统一使用“普惠金融”一词。


� 随着网络技术发展，尽管金融产品的提供主体出现多元化的特征，但由于证券业并没有普及我国农村地区，因此，本文的指标未包含这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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